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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非自然的话语：脱域演进中社会信任的式微与重建 

汪磊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信任是存在于社会交往实践中，认为他人值得托付的心理预期，也是共同体得以生成和维系的内隐性结构。 

而在脱域演进的历史新情境中，由于局限的市场道德，羸弱的制度维系力以及信息扁平化的网络场域等因素的共 

构，日渐式微的信任已是公众切身能够获得的经验体认。当前需要重塑社会信心，以避免共识崩溃的局面，而信 

任的重建是一个点滴地累进过程，需要从根源上化解社会的结构性压抑，树立法理型权威，并培养公众的信任习 

惯以及大众媒介的责任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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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学家卢曼把信任定义为社会复杂性的一种简 

化机制。他认为， “不管组织与理性计划怎样努力，人 

们不可能根据对行动后果的可靠预测来指导所有的行 

动。仍有剩余的不确定性有待处理，信任就是妥善安 

排这些不确定因素的角色，把可能性用括弧括起来， 

就像它们不存在一样行动。 ” [1](33) 信任是人们相互交往 

过程中的一种行动机制,也是嵌入在社会系统和制度 

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显现出人们在社会交 

往活动中的相互预期与认同关系的状况。 “在个体的层 

面,它是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与自己的愿望 

相符合的一种心理预期和态度，在某个社会场域中, 

它是一个共同体得以生成和维系的非实体结构,属于 

一种内隐性要素。 ” [2] 基于善意，信任者甘愿使自己处 

于易受伤害的一端，并对被信者的意向和行为进行积 

极的预期 [3] ，而信任的生态链之困正在于此，即信任 

者甘愿冒遭受某种背叛和损害风险，而被信任者的易 

诱性会辜负信任者的信任，且局部信任默契的断裂， 

极易生成传导的 “蝴蝶效应” ， 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气 

候，由此，实践为个体之间交互关系的不信任的普遍 

化， 会导致社会共识的瓦解及社会合作向心力的衰弱， 

与此同时，相反会加剧社会离心的张力，由此，不信 

任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突显。 

由于无法妥置的不确定性因素，赋予了社会信任 

的脆弱属性，这在一个社会的脱域演进的过程中表现 

地尤为突出， “脱域”是学者安东尼·吉登斯针对现代 

社会的系统特征提出的概念， 意指 “社会关系从彼此 

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 

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作为脱域机制中的 

象征标志是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它将信息传递开来， 

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 

体的特殊品质。 ” [4](18−19) 而中国在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情 

境中，也表现出某种“脱域”的特征，人们的生活场 

景从“在场”的地缘关系共构走向“流动”的业缘关 

系勾连，维持社会信任的传统有效纽带不断地式微， 

而作为替代性的现代信任规范的缺位或尚未获得有效 

地遵循，使得社会出现了价值失序、道德失范、信仰 

失落等社会综合性焦虑症，加之当下日益分化的社会 

断裂态势，信任存在的社会性基础土壤便丧失。时下 

社会“助人恐惧症”就是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和不信 

任感的集中体现， “助人为乐”与“诬告风险”之间的 

道义落差，是划在信任镜面上的一道裂痕， “彭宇案” 

后“助人需三思而行”成为此事件留在人们内心的隐 

告诫，而“小悦悦”事件则反映了环境恶化后的惨痛 

悲剧面貌。 

信任是人而非自然的话语， 它促进了沟通的扩展， 

能有效地缓解集体行动的“众人致误” ，它鼓励对陌生 

人的宽容和接受，抑制群体内的敌对和陌生人的恐怖 

症，产生合作与互助的愿望，而不信任则关闭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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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道，并动员防御性态度，呈现的是一种刻板的敌 

对印象，流言、偏见、以及彻底的陌生人感。 [5](141) 

在一个脱域转型的现代生活的通道，由于新敞开的财 

富资源、权力、机会和声望及其相伴而生的利益倾轧， 

导致了广泛存在的失范和价值观的混乱，使得社会信 

任黯然离场，社会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文明代价，而 

社会信任的当代缺失作为一面镜像，也映射出了整个 

社会的道德颓势。因此，分析变迁社会中信任侵蚀的 

演绎路径，并在厘清这种演变逻辑的基础上，提出可 

能的化解之道，是本文的意旨和重心所在。 

二、传统与现代：从“在场”到 

“脱域”的底色转换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主流的经济形态是小农或自 

然经济，它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建构，并作为思 

想观念的沉淀，一些已经融进了民族的性格当中。在 

传统的农耕文明中，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足，生产停留 

在自给自足的温饱期许，因此，对土地有较强的依赖 

性，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差，这就导致人们日常交往的 

地域色彩浓厚，大多局限在以乡里为半径的狭窄范围 

内，以血缘、亲缘、乡缘为纽带的宗族聚居使得交往 

得以经常化、熟悉化，一些社会规范往往表现为自觉 

的责任意识，因而社会信任的根基简单而稳固，但也 

带有地域局限性和封闭性的特征。而社会的现代性转 

向，成为传统社会形态解体的动力机制，它不断地瓦 

解着传统社会的信任结构， 并生成新的社会信任环境。 

现代社会中，社会共同体的同质性较弱，异质性则逐 

渐增强，社会表现为高度流动性，业缘的弱关联取代 

了血缘和亲缘的强关联成为人们日常人际互动与社会 

交往的主要生活关联形态，现代社会的功能系统是信 

任的依托主体。 但现代社会中缺乏深度互动沟通的 “论 

事”导向的交往形态，不利于深度信任的培育，并使 

得制度规范在结构上不断地精细复杂化，而在功能上 

超载，且生活在此环境中的个体容易发生意义漂移。 

因此，传统社会是一个安土重迁、缺乏社会纵横 

流动、关系相对稳固的“熟人社会” 。社会个体之间的 

交往互动不仅表现为时空一致的“在场” ，而且交往双 

方的彼此知晓或对第三方知晓，部分地革除了信息不 

对称之幕。在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存在着内部规 

制的压力和信誉连带机制，违背信用的行为不但会遭 

受周围人的数落和背弃，以失信者为中心的差序列格 

局中的其他人的信誉也会受影响。 由此， 人人都是 “道 

德警察” ， “口碑”就是不成文字的信用记录。 [6] 而信 

任在现代社会结构的格局中， 由于社会的高度流动性， 

内部责任缺失以及外部契约约束力的失灵绝缘了可能 

存在的情感依赖，即使在有限的交集空间内，人们之 

间的人际交往也日益的理性化。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 

“蜻蜓点水”式的一次性交往关系难以满足重复博弈 

的条件，而如果信任的建构仍然遵循多次交互——相 

识、相知、 相信,从初步相信再到深信——的重复博弈 

法则,那么信任双方的合作将会陷入非常低效的状 

态。 [7] 因此，现代社会未能有效地整合社会信任，在 

陌生人社会的场域，信任的失落反而导致了社会信任 

的“内卷化” ，即信任回溯到以血缘及泛血缘化为基础 

的差序信任系统，疏离出越来越多的不可信任的“他 

者” ，进而躲进“自己人”的港湾，裙带关系日盛。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的裙带运作部分地也脱离了 

纯粹的互助信任，而沦落为利益共谋，作为报偿或今 

后获取报偿的“道义”资本。 

现代社会同样也是一个多元复杂的风险社会，潜 

在风险的不可预测加深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 

也就加大了信任建构的难度。当交往主体走出熟悉的 

地域空间，流动到一个开放的交往世界， “在场”的承 

诺不总是那么安心有效，必须得辅助于具有法律效力 

的纸质契约，并事先要详尽地考虑到各种可能。而以 

互联网技术革新面貌呈现的虚拟空间面相，则使得社 

会的脱域性质更加显性化，它进一步抽离和模糊了时 

空的界限。作为一个沟通、交流、表达以及获取认知 

的场域，网络可以以其即时地符号化表达获得在场的 

体验，又因其匿名性而获得一个低度的责任顾虑，人 

的群体遵从性降低。网络表达的身份隐匿名与弱责任 

顾虑，一方面使得社会信任笼着一层网纱，偏见、谎 

言得以寄生，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作为能够自由发声 

的争鸣空间，网络有利于形成多源的信息流，促进公 

共论辩，凝聚社会共识。 

三、信任的式微：不信任文化的蔓延 

信任作为一种人格化关系的心理感受，它反映了 

一个社会的契合水平，信任度越高，社会的摩擦系数 

就越低，冲突的势能就越小，而如果一个社会蔓延着 

对抗、不妥协以及价值的虚无主义，在社会生活领域 

维持着低度的认同感、习惯性地偏见和防御姿态，则 

表明这个社会面临着某种程度的信任危机，这在转型 

时期尤为明显，且信任危机似乎激活了不断增长的悲 

观主义、大众的猜疑和冷漠疏离的一个非良性循环。 

（一）社会信任溃势的诸多征候 

当一个社会的信任资本匮乏，并呈现出不断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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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的时候，其会表现出诸多症候，若截取一个观察 

面，由内及外其显露为核心家庭层、熟人层、角色层、 

制度层以及陌生人层。不信任的广度不断扩展，深度 

依次减弱；强度不断增强，烈度依次减弱。当基于血 

亲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下降时，对外群体会 

表现出更加的不信任，强度在增加，但内群体的信任 

背叛对于个体的伤害远大于来自外部群体的信任辜 

负，烈度依次递减。信任的内核存在于核心家庭，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其健康与否关乎社会机体的健康。 

当下社会攀升的离婚率以及不断涌现的家庭情感财产 

纷争，甚至家庭暴力，都表明家庭核心成员之间情感 

归属的弱化以及互不信任， 这种信任危机是根基性的。 

同属于信任内圈的亲缘及熟人层，不信任文化的蔓延 

体现为“杀熟”现象，典型的如传销杀熟，这是因为 

在社会转型期，熟人之间的情感纽带长期得不到维系 

而变得荒芜，人际关系获以陌生化重构，而市场的功 

利谋划取向又进一步使人格信任系统松弛化。 

在社会共同体中，一些社会角色、组织因其特殊 

的职业属性，往往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如教师、医生、 

法官、专家学者、公益慈善机构、政府等，他们被认 

为是社会公正的捍卫者、社会良心的守护者或是社会 

弱势群体的救助者，总之，他们被赋予种种的社会角 

色期待。理想应该具有较高的道德自持，敬畏和悲悯 

之心，而在现实社会中，部分专家学者滥用话语权， 

充满了反智主义的言论，挑战着大众的常识和底 

线。 [8]  “民族复兴完成百分之  64%”“和谐权是第四 

代人权”这样的逢迎以及更多既得利益式的沉默，抬 

头的学界浮躁之风，使得知识和技术精英的权威与信 

任，在大众质疑和调侃的喧嚣中消解殆尽。医患的不 

信任，作为一面“风向标”预示着社会信任稀缺并不 

断恶化的态势， 首先是患者对医生信任的缺失， 在 “看 

病难，看病贵”的时代背景下，医生被贴上的负面标 

签有“过度检查”“敷衍治疗”“开大处方”“收受红包” 

等，患者承重着病痛和高昂的医疗费用；而面对病患 

家属的医闹压力以及可能面临着的人身伤害，医生对 

患者也产生了隔阂，并因对潜在医疗风险的畏惧而采 

取保守治疗,进而导致临床经验的匮乏而过度依赖医 

疗设备，此外，医生的防御性医疗又确证了患者对医 

生“敷衍”的刻板印象，导致医患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当社会不信任蔓延开来，担当社会公正判决的法官也 

难以幸免， “嫖宿幼女罪”这样的定判，作为个案引发 

的却是对整个群体信任的“晕轮效应” ① ，而近年来 

网络上追踪热议的公共司法要案，无论是“许霆案” 

“药家鑫案”还是“吴英案”都演化成了网络的大众 

舆论与司法的博弈，其背后所可解读的社会心理是大 

众对法官能够公正审判不信任。公益慈善组织也往往 

被寄予高的廉洁与公正期待，而由于自身组织的不透 

明、监管虚位以及存在的专业化偏跛，在大众传媒的 

聚光灯下，公益组织腐闻迭出。红十字会“郭美美事 

件” 、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 、慈善总会“尚德诈捐 

门 ”以及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违规事件等，是公益慈善 

组织信任溃败的一张张 “多米诺骨牌” 。没有什么比爱 

心受到伤害更让人不信任。 

社会不信任脱离对组织角色的人格化期待，则表 

现为对制度规范的不信任。制度规范天然具有值得信 

任的属性，它能提高社会能见度，而其刚性又能防止 

着混乱和任意的行为， 具有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靠性， 

是实现民众心理预期的去人格化“公器” 。 [9](113) 然而， 

存在于现实社会的处境是，社会问题制度化解决通道 

的阻塞或是制度维权的高成本低效能，使得制度权威 

也开始衰弱，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越级上访、媒体求援、 

网络泄愤以及“开胸验肺”这样的自我摧残等方式进 

行制度外围的舆论维权。基层政权制度规范的政治整 

合权威的弱化，导致了社会压力的上移，此外，在一 

些地方甚至形成了非法的黑恶势力主导裁决纠纷的生 

态。 “这种基层政权的软化及合法性侵蚀现象突显为对 

警察等社会维持的强制力量的不信任。 ” [10] 对制度规 

范不信任的背后推导，是对政府公权力的不信任，公 

权力的资源垄断并自我利导是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 

而脱缰的权力恣肆，则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反弹。网络 

频发的公共事件能很好的佐证，无论是“华南虎”“飙 

车 70码”及系列 PX事件，还是瓮安的“俯卧撑” 、晋 

宁的“躲猫猫” 、巴东邓玉娇案，亦或云南孟连、甘肃 

陇南、 湖北石首事件， 以及陕西的 “表叔” 、 番禺的 “房 

叔” ，统计的“被时代”之说、周克华替身一事、 “至 

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等等，都集中传递出政 

治不信任的信号。 “公权机构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不仅 

在于政府公信力衰落本身，还在于其行事逻辑所传递 

的社会规则信号的外部化以及公众对于制度、法律等 

规则有效性的不信任。 ” [11] 当然，社会不信任更普泛 

地还是存在于商业经济活动中，市场化浪潮带来的逐 

利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剩余，但也把社会信任的藩篱 

冲得七零八碎，随市场一同而来诚信和契约精神被遗 

忘在了角落。日益增多的消费纠纷，假冒伪劣商品泛 

滥、价格陷阱，商家之间彼此互不信任的恶性竞争。 

其中对社会信任影响最深刻的是发生在公众生活前沿 

的食品药品安全卫生事件，从早年的苏丹红色素、 “三 

聚氰胺”奶粉、席卷多省的瘦肉精，到遍布全国大小 

餐馆的地沟油，以及流通在各大药企的皮革毒胶囊事 

件，这一切都在普通公众生活的最平面瓦解着社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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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吉登斯认为， “如果一个人对他人是否对自己心怀 

歹意而总是处于苦闷当中，且无法将这种事关风险的 

想法置之脑后，并深受这类焦虑的困惑，那么‘正常 

人’就会将这种焦虑看成是非理性的情感过敏，即本 

体性的不安全感。 ” [12](81) 公众在直接生活层面上的安 

全担忧和焦虑是不信任得以在整个社会蔓延的心理土 

壤。 

（二）不信任文化“流”生成的缘由探析 

转型时期不信任综合征之所以如一股文化流般蔓 

延开来，与其所置身的脱域历史情境不无关系，人们 

对于有约束力的规范、价值，有效习俗和生活正确道 

路的普遍地迷失，使得行为无所适从，为使自己免受 

伤害和减轻不适感，人们倾向于退缩到相对封闭的自 

我圈域，而对圈外进行着不信任的预设和保持着一种 

旁观者的姿态。现实生活中，人们追赶式地功利谋划 

掩盖了责任担当，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道德焦虑，另 

一方面又表现出道德的不驯化，社会道德底线的每况 

愈下，都离不开普罗大众对“平庸之恶”主动或被动 

的漠视，逐而劣币驱逐了良币。需要注意的是，群体 

的声誉处于木桶的绑定状态，最短的木板影响着集体 

信誉的存量和增量空间，群体信任的恶化常常源始于 

个体的偶发事件，这也可以用“坏苹果效应”和“涟 

漪效应” ② 加以理解，一个坏苹果往往会影响一筐苹 

果的质量，而一颗小石头又常常会波及整个湖面的平 

静，日益发达而高效地传播媒介是其中的催化剂。回 

归到个体的生存面，信任是建立在对未来预期基础之 

上，而未来系统的模糊形状存在着一种扩张的“风险” 

环境，就业、税负、通膨、医疗、教育、住房等所带 

来的生存性焦虑、不安全感、挫败感和系统的压力感 

耗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而获得一种自我告诫 

式地怨懑或索然。此外，基于同质性生存的对比，失 

衡性地社会不公，日益逼仄的社会流动机会，个人资 

本某种形式的耗尽触及到相当大的人群，期望与现实 

的鸿沟在扩大，信任背叛的风险也在提升，这一切都 

使得信任的边缘化。 
1. 市场经济道德的不稳定性 

市场的广阔性正展示出它无穷的魅力，随着交易 

范围的扩大和流动性增强，维持与关系网络中长期合 

作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 从而利用合作者信任的机会 

主义倾向增强， [13] 这透支着市场信任。且由于市场机 

制的不完善，信息系统的失真及不对称，价格欺诈的 

杀生行为， “囤积居奇”的哄抬行为就会出现，成为市 

场道德缺陷的注脚。此外，在精明的商业思维中， “语 

言陷阱”的泛滥侵蚀着社会信任，我们会被许多词汇 

套牢，“低价”“促销”可能意味着低质过期，“恭 

喜中奖”可能表示坑你不含糊，“返券”可能意味着 

进入更疯狂地循环消费。 [14] 自由竞争市场的早期，是 

一个资本动力原始积累的时期，一些未驯服的商业行 

为，如制假掺假、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以及劳动成本 

压榨等变成了行业共同惯例，甚至达成了心照不宣的 

默契。市场对利润的追逐，而规范及惩戒机制的缺位， 

为市场失灵留下了太多的机会主义空间，从而也把信 

任逼进了无足轻重的角落，因此，急功近利的、不成 

熟的工商精神的弥漫，熏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失信。 
2. 制度规范的缺位及失调，使得信任的制度化维 

系力度羸弱 

“社会制度的基本功能表现为：维持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整合，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并具有消除不确 

定性，建立个人与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 

提供激励等功能。 ” [15] 由于规范的缺位使得人们的行 

为进退失据，而基于规范的多变和不一致性是人们面 

临无所适从的尴尬，而制度自身之间的配合度不高， 

一些制度的欠缺、重叠、相悖，使不断出现的新的社 

会事实和现象无据可依， 制度的前瞻性和一致性不高。 

转型时期由于公允的规则尚未健全，商议、合作和信 

任的态度便散失了生根发芽的支撑平台。相反，规范 

的缺位及其在执行阶段有效性的搁浅，使社会弥漫着 

焦虑和不确定性， 为不信任综合症的膨胀留出了空间。 

加上背后政治权力非制度化的僭越与自我谋划取向以 

及体制性的迟钝在获悉公众意见上的倦怠，也使得这 

种不信任带有某种无奈的怨恨情绪。 
3.  信息通裕的网络媒介时代与传播取向的放大 

效应 

网络媒介的兴起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开启了一个信 

息无障碍流通的时代， 它构筑了一种社会的拟态环境， 

在媒体的聚光灯效应下， “围观”无所不在，日常生活 

中越来越多的隐现象，得以大范围的显性化和集结。 

而伴随着信息启蒙的是社会期待的变化，大规模的媒 

介接触普及了知识和信息，民众对一些现象容忍的阈 

值下移，并产生了高的社会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当 

高企的社会期待不断受挫，就会产生期待疲劳或者说 

见怪不怪的麻木情绪，导致社会容忍的阈值上升，不 

信任开始固化。此外，现代媒体的信息传播一方面使 

得问题得以成为公共议题，有利于社会的自我净化； 

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一 

些媒体一味地追求新闻的奇异和轰动效应，且为调动 

受众的阅读兴趣，极尽标题的渲染，导致了负面新闻 

的过度“受宠” ，作为过度负面新闻报道的副产品，不 

知不觉中媒体也制造出了信任焦虑。媒体的作用还体 

现为议程设置的功能，即它能够在公众中突出某些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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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使得这些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和思考的话题， 

产生无限放大的媒体效应。 通常新闻媒体在使人们 “怎 

样想”方面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方面却 

很成功。缺乏公共责任的媒体炒作，释放出的是“负 

能量” 。 

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环境中，作为逆向的行为学习 

机制，保持不信任似乎更符合理性，那些表现信任的 

人将在游戏中受到损失而且将因轻信、天真和简单的 

头脑被责难和嘲笑。犬儒主义、欺骗、利己主义、逃 

避法律在智慧上胜过系统变成了某种意义的能力，而 

在结果事实上倍受赞誉，这只能导致信任受到更深的 

侵蚀。信任是理性的，它明确地预知到潜在的风险， 

并蕴含着休戚与共关系， 但信任又是主观的心理判断， 

因为毕竟存在着风险。因此，迅速变幻的情势与滞后 

的制度结构、潮流的引领与观念的固守，都使得转型 

时期形成一个巨大的张力场，不可避免地分化出大量 

的疏离分子。同时“基本信任的缺失造成了“人人提 

防” 的社会恐慌心理,并通过社会传导机制放大并渗透 

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加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大 

大降低了社会成员的心理安全感和幸福指数” 。 [16] 

四、复归之路：达致社会信任的 

路径选择 

信任机制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中产生并维持 

团结的整合机制，是社会有序运转和人际沟通交流的 

必不可缺的情感纽带，它呈现出非线性对称的特征， 

信任向不信任的转变比不信任转变成信任更容易。如 

果清楚地看到信任背叛，对他的信任也将终结。然而， 

如果值得信任的人在某个场合表现良好，我们不会轻 

易地做出信任的判断。 “怀疑是信任建立或信任破坏的 

前奏，也可能是不信任结束的预兆，由违背信任产生 

的怀疑，很容易导致完全的不信任，而由没有正当理 

由的不信任的消除到建立完全的信任则非常缓 

慢。 ” [17](23) 此外，信任的非线性对称性还体现在，信 

任促进信任，当信任和实现信任的惯例变成信任者和 

被信任者双方都遵守的标准规则时，信任就会为彼此 

敞开更多的机会空间，呈现出正势巩固的态势，因而 

是一个良性循环。然而，如果起支配地位的情形是被 

证明合理的不信任，面对普遍的不可信和不断地信任 

背叛，那么不信任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而且一种 

自我增强的、加深的玩世不恭和怀疑的恶性循环。不 

信任产生不信任，不信任有一种在互动中认可并加强 

自己的内在倾向， 不信任在逆势中是一个溃败的态势。 

人在面对信任与不信任的风险时趋向理性避害， 因此， 

某种情境式的不信任文化氛围一旦形成，便会以传染 

的方式扩散在整个宏观环境。相反，信任文化的形成 

是相当缓慢的，情境中具有一定传播面的信任事件的 

影响面是有限的，其作用很难内化到行为层，信任的 

培育需要多重信任事件的确证强化。 

（一）化解社会结构性压抑，重建社会信任 

以“公正”为社会运转的中轴重建社会信任，首 

先要在一个宏观的社会环境加以保证，社会失衡性的 

不公，日益加深的结构性压抑和生存性焦虑，都使得 

信任的培育缺乏相对温和的社会心态。社会分化加剧 

了社会不妥协的习惯，怨恨取代了同情，因此，如何 

化解既得利益阻隔，重新找回改革共识，理顺社会结 

构，排释社会压抑，在收入分配领域更加注重知识和 

劳动回报，使税负合理化，在社会保障域更加关注民 

生，恢复民众生活的信心，是横亘在转型社会的正题。 

匮乏的资源表现出弱控制性和易受伤害性，他们更倾 

向于拒绝信任，当下社会冲突的一大症结在于，权贵 

阶层如何达成改革共识，疏通资源流，使上抽的资源 

有下泄的渠道循环，从而激活社会活力，改善底层生 

态。因为“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 

上扭曲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在匮乏的 

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尊严得不到维护，沦陷甚 

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 

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 [18](145) 此外，人们对于社 

会公正的判断不仅在于对资源的合理分配的期待，还 

存在于分配过程中制度规范的有效性以及机会的均 

等，即程序的正义。社会不公正影响着共同体的社会 

“合意性” 认同， 呈现出没有妥协和共识的敌对生态， 

公正是安顿社会情绪的良药，也为社会信任铺平了道 

路，是重建社会信任的根本之举。 

（二）增进政府公信，夯实法理权威 

当下社会不信任的危机很大一部分表现为政府公 

信力的衰落，作为赋权意义上的权力代理人，政府理 

应意识到权力意志的合法性所在，从而为权力定轨， 

履行相应的公共责任；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尤其 

是呼声高涨的官员财产及公共预算公开，遏止腐败的 

“沉疴” ；避免刚愎的权力“独白”话语，增强社会民 

意的回应性，并通过与民众的坦诚沟通，消除隔阂， 

增进理解。此外，法律制度、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是 

构筑社会信任的有效框架，而以经济生活为引领的现 

代生活领域，在政治辖区内树立稳固而有效的法理权 

威是信任建立的核心构件，作为维持社会正义的场, 

其内在机理是一种去人格化的治理，蕴含着某种人性 

恶的预设， 并通过制度化不信任进行反向建构的机制。 

通过“授予”“禁止”“惩戒”的规范机制，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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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得到审判或惩戒，有益行动得到认同和鼓励， 

从而为社会生活的安全、秩序提供了坚实的参照点或 

固定的脚本，清晰的蓝图或逻辑被遵守。但法理权威 

的有效性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并非是一个线性上升的 

关联，学者认为， “法理形式的权威塑造了某种策略意 

味的信任，它规定了合约行为的脚本和毁约的代价， 

从而强化了契约的履行，却没能教会信任，正式的制 

度安排使得非正式的信任显得多余，制度规范挤压了 

交互信任的空间。 ” [19] 

（三）媒体担当责任，传递社会正向能量 

作为一种文化范式的大众传媒，应该发挥其环境 

监测功能和社会整合、解释的功能，担负起其应有的 

社会责任。首先，媒体应发挥好其社会监督的天职， 

揭露社会问题，对公共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地报道， 

启发公共论辩，而对公众质疑的信息详细地梳理、认 

真地求证；客观地看待事件的概率的“正态分布” ③ , 

避免过度地标签化渲染，并发挥其专业、深度报道的 

优势，总之，应遵循基本的新闻原则。其次，无论是 

传统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都应考虑到新闻报道的社会 

效应，平衡报道题材，发现身边平凡的感动，激发社 

会善念，融化心灵坚冰，从而传递社会正能量，重塑 

社会信心。 

（四）通过沟通，消除隔阂，积累信任 

信任的给予者若得到回应， 预测的信任被证实了， 

委托的东西被偿还了，而唤起的信任得到报偿，这个 

过程倾向于信任的建立和强化，被授予信任使得正常 

的社会约束和禁止的暂时悬置， [17](162) 彼此基于信任的 

合作获得一个默契的经验体认。如果信任一贯地得到 

满足，信任冲动就慢慢地扎根于他的人格之中。因此， 

在一个逐渐恶化的社会信任情境中，信任的复归说到 

底还存在于社会公众点滴的日常生活实践，社会分工 

精细化的今天，我们对他人有了前所未有的依赖性， 

我们生活的品质与幸福体验都取决于每个人都应履行 

的一份集体责任，只有加强社会沟通，才能消除社会 

隔阂与偏见。 “信任也是定义在客观及匿名的陌生关系 

条件中的社会资本， 它跨越了契约或亲属关系的建构， 

从而为高效地社会交换和一致性地社会协作缓解了压 

力。 ” [20] 时下壮大的民间公益行动及社会自治组织， 

表明了社会公众对信任创伤的自救，信任的恢复同样 

需要先行者。此外，家庭和学校对信任品格的形成具 

有不可替代的型塑作用， 影响着社会信任的长远未来。 

注释： 

① 晕轮效应(Halo Effect） ：指在人际知觉中所形成的以点概面或以 

偏概全的主观成见印象。如果认知对象认定是“好”的，他就 

会被“好”的光圈笼罩着，被赋予一切好的品质，相反，他所 

有的品质都会被认为是坏的。 

② “涟漪效应” ：往一池平静的湖水里扔进一块石头，泛起的水波 

纹会逐渐波及到很远的地方，即由一个出发点引发周围的点持 

续性震动，如果没有任何阻力，震动会波及很远的距离。 

③ 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是应用于自然科学与行为科学 

统计中的概率分布现象，若概率密度函数的随机变量 X 服从一 

个数学期望为 μ、标准方差为 σ 2 的正态分布，则其期望值 μ 决 

定了其概率大小，其标准差 σ决定了分布的幅度。在概率论上， 

大量统计独立的随机变量的平均值的分布趋于正态分布，其他 

概率分布可以用正态分布作为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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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natural discourse: 
The trust’s recess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disembeding evolution 

WANG Lei 

(Scho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trust  is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that  trustees will  act  the  same with  benevolence,  which 
exists  in  the  practice  of  personal  interac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history,  because  of  the  limited market morality, 
institutionalized mechanisms’ weakness and the flattened network etc, the recession of trust has already become a fact. 
To avoid this trend, we should resolve the structural repression, establish a legal­rational authority, cultivate trust habits 
as well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ss media. 
Key Words: disembeding; social trust; structural repression; legal­rational authority; mas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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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YAN Yunqiu, LUO Ting 

(Law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is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thods  which  can  assure  the  litigation  purposes  on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can  be  achieved  by  reducing  litigation  costs  and  obstacles  of  the  subjects  of  proceedings, 
including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unds and insurance system, expenses relief system, the legal aid system, the private 
plaintiffs reward system in the case of winning the lawsuit. The owner of the rights, however, are easily converted to 
rights abusers. Therefore, we need vexatious action prevention mechanism to constrain action for public welfare. The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s have a relation of unity of the opposites, which are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The 
two dimensions can really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restrai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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